
■水道、 水工遗存展现运

河体系形成

运河河道本体与相关水工设施是

运河遗产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所在。 河

北永济渠调查，安徽、河南通济渠考古

与调查，陕西漕渠考古，江苏淮安清口

水利枢纽遗址和板闸遗址、 镇江铁瓮

城西侧孙吴水道遗迹和京口闸遗址、

仪征拦潮闸遗址、 如皋隋唐掘沟遗址

等实证了大运河遗产价值的科学性与

真实性。

漕渠是汉武帝为解决长安粮食问

题在元光六年开凿的运河。 隋开皇四

年（公元 584 年），隋文帝命宇文恺率

水工凿渠引渭水， 在漕渠基础上凿修

成广通渠，“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

余里” 。 10 余年来的汉唐漕渠与昆明

池遗址考古， 确定了汉唐昆明池的池

岸线，进、出水口，发现了与文献记载

一致的漕渠与昆明池间的沟渠联系，

清晰而明确地揭示出汉唐时期国家水

利工程的宏伟面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南北长期

对峙。 曹操为统一北方，开凿睢阳渠、

白沟、利漕渠、平虏渠等运河，构成了

黄河两岸重要的水路交通网； 孙权开

破岗渎，沟通秦淮河与太湖水系，占据

江东；梁武帝凿上容渎，西晋惠帝开西

兴运河。魏晋南北朝早期运河的开凿，

为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奠定了基础，成

为隋唐大运河的先导工程。 扬州隋炀

帝墓、南京建康城运渎遗址、长干里梁

代国门遗址、 镇江破岗渎等的考古调

查与发掘成果表明： 江苏六朝至隋的

早期运河体系为全国最早形成的较为

完备的运河体系。

安徽省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对通济渠宿州段、淮北段、商丘段、

郑州段的考古调查与发掘， 成果丰

硕，对隋唐运河不同河段结构、河道

演变以及文化遗存埋藏情况有了比

较全面的认识。 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

河遗址，首次在运河考古中发现利用

自然河道拓宽通济渠的证据，实证了

《隋书》 中关于通济渠开通的记载，

完整地揭露河段并呈现运河开挖、使

用、淤塞、清淤及废弃的全过程，确认

了主、副航道的漕运模式以及“木岸

狭河” 河道工程设施。 2023 年河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永济渠（河北段）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探，

开展永济渠（衡水段、邯郸段）考古

勘探，确定了故城县永济渠故道唐宋

武城遗址，进一步明晰了永济渠相关

遗迹及故道在衡水、邯郸境内的保存

及流经情况。

淮安板闸是大运河清江浦段上的

五闸之一， 为明永乐十四年（1416

年）平江伯陈瑄所设，以节制水流，便

利通航。板闸自此开启繁华盛景，发展

成为运河上的新兴城镇。 板闸遗址抢

救性考古发掘， 总面积约 5500 平方

米。此次发掘发现了水闸、古河道和建

筑基址等遗迹， 出土了 3000 余件器

物，对于研究明清水利史、税收史及古

代水利工程学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聚落、 城镇考古见证运

河沿线繁华

运河聚落、市镇、城市考古取得

重大进展。 无锡泰伯渎梅里遗址、淮

安盱眙泗州城遗址和新路遗址、常州

溧阳古县遗址、徐州地下古城遗址和

下邳故城遗址的考古，见证了运河繁

华，反映了运河主干线和支线交织的

网络结构对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

吴越地区是最早开凿运河的区

域。 江苏无锡发现的商周时期的梅

里遗址， 与泰伯渎和吴故水道关系

密切。 浙江绍兴亭山遗址群显示出

越国山阴故水道的聚落景观，《越绝

书》载：“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

阳春亭，去县五十里。 ” 山阴故水道

的开凿， 便利了越国都城区域的东

西水运交通， 推动了越国的经济发

展和国力增强， 为浙东运河的开凿

奠定了基础。

溧阳古县遗址考古发现了城内干

道和城外环城路网，揭露了南城门、东

城门、西城门和城外的排水系统，周边

发现水渰与水坝遗存，显示出“开渎

筑埭，垦种农桑” 生产方式，确认为六

朝“永平”“永世” 县治所在，是与六

朝早期运河系统具有密切关联的一座

县城遗址。

泗州城地处淮河下游 、 汴河之

口，遗址总面积 249 万平方米，康熙

年间沉没于洪泽湖水下。 南京博物院

主持的泗州城考古， 发掘清理面积

2.85 万平方米，对研究我国古代州城

制度、城市格局、城市建筑具有重要

价值。

■盐业、 手工业考古揭示

运河成为经济发展和文化

传播脉络

盐业考古、 手工业考古展现出大

运河沿线的手工业与盐业经济对中华

文明兴盛发展的突出贡献。

盐业考古是大运河考古的重要内

容。 西汉前期，吴王刘濞建都广陵（今

扬州），炼铜铸钱，伐木造船，煮海为

盐，开凿了西通扬泰、东达海滨的运盐

河。运盐河初期西接吴国的邗沟，东至

海陵仓，被称为茱萸沟。 2023 年，江苏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连云港、 盐城发

现了春秋、 晚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时期

盐业遗址 90 余处，发现与盐业生产中

引蓄水、 晒灰制卤、 淋卤等相关的遗

迹，印证了文献中“团煎法” 的记载，

填补了两淮盐业考古的空白， 揭示了

两淮盐业为推动中华文明兴盛发展与

繁荣作出的突出贡献。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带来了运河

沿线手工业、陶瓷业、造船业为主要产

业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河北邢窑、浙江

越窑及龙泉窑、安徽淮北烈山窑遗址、

江苏苏州陆慕元和塘古窑址群考古，

见证运河沿线手工业经济取得的辉煌

成就。烈山窑烧造于宋元时期，或为文

献中记载的“宿州窑” ，其产品受到北

方定窑、磁州窑和巩县窑的技术影响，

为古代瓷业“北瓷南传” 传播路线提

供了重要证据。 其生产的宋三彩和大

型琉璃建筑构件或通过运河直接供应

北宋皇宫， 规模较大的宋金时期馒头

窑炉亦为国内窑址所罕见。明清时期，

苏州陆慕地区专为宫廷烧制建筑用

砖，因颗粒细腻，质地密实，敲之作金

石之声，被称为“御窑金砖” 。 2021 年

至今，苏州考古研究所发现了窑炉、晾

坯区、沉淀池相关遗迹与明清“金砖”

实物， 确认元和塘古窑址群是苏州已

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

等级最高的窑业遗存。

■遗址公园展示运河遗产

保护利用成果

大运河考古发现的重要遗存与遗

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和利用。

大运河南旺枢纽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北京大运河源头遗址公园、淮

安大运河板闸遗址公园、 宿州大运

河遗址公园、洛阳回洛仓遗址公园、

宁波明州罗城望京门遗址公园 、扬

州隋炀帝陵遗址公园等都已经建成

开放。

大运河沿线的港口码头考古见证

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张家港黄泗浦遗址是唐宋时期长江入

海口南岸的港口集镇， 是隋唐时期遣

唐使船停泊的港口。 黄泗浦遗址考古

历时 10 年， 发现了唐宋河道、 房址、

水井等遗迹， 出土了大量来自全国各

地窑口的瓷器， 见证了千年前黄泗浦

“出江大口” 的盛况，为研究中外文化

交流、 陆路和海运交通等提供了新的

考古学资料。南通如东县国清寺遗址，

始建于唐元和年间， 是最后一批遣唐

使、 日本佛教天台宗僧人圆仁入唐求

法的起点。目前，国清寺遗址与黄泗浦

遗址公园都已初步建成开放。

开封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汴

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 州桥遗址

掘探坑的深度达 17 米，地下水位高，发

掘难度大。 从一开始，考古发掘、文物保

护、遗址展示三方面就同步推进，市民

可通过预约参观发掘现场，其边发掘边

保护边展示的方式值得借鉴。

大运河考古是中国考古年轻的分

支。用考古的方式阅读运河，可以让更

多古老的运河遗产焕发出新的光彩。

林留根

� � � � 多年以来，

中国西南山地

及大陆东南亚

地区冶金术起

源问题是该区

域的学术热点

问题。 科研人

员通过对云南

吉岔遗址的研

究发现， 冶金

术可能于公元

前 1600 年 至

公 元 前 1200

年间经青藏高

原东麓山地走

廊传入云贵高原及大陆东南亚地区。 相

关成果近日发表在了国际考古期刊《古

物》（Antiquity）上。

吉岔遗址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

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境内，针对遗址区

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由云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

多家单位开展。

据了解， 围绕中国西南山地及大陆

东南亚地区冶金术起源问题，国际学界

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铜冶

金技术在公元前 2000 年至公元前 1800

年间由南西伯利亚地区传入中国西北，

再经 “山地路线” ， 即青藏高原东麓山

地走廊进入云贵高原及大陆东南亚地

区。 第二种观点认为铜冶金技术于公元

前 1100 年至公元前 1000 年间由中原

地区商王朝经由“沿海路线” 进入云贵

高原及大陆东南亚地区。

为厘清这一问题， 研究人员开展

了持续研究工作， 并在滇西北维西吉

岔遗址发掘中取得重要进展。 论文共

同作者、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

究员胡长城介绍， 考古工作完整揭露

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

聚落遗址， 发现了冶金生产区， 清理

了多座地穴式熔炉， 出土坩埚、 炼渣

等相关遗物。 尤其是吉岔遗址二期遗

存 （公元前 1600 年至公元前 1200

年）出现的西北地区青铜时代黑彩彩

陶 ，为该区域早期青铜时代提供了重

要年代标尺。

吉岔遗址发现的以扁圆石锤、 地穴

式炉、 弯折式鼓风管为代表的冶金遗

存，与研究团队发现的中越边境龙脖河

遗址呈现较高一致性，尤其表现为地穴

式炼炉，再次证实了两处冶金技术体系

的同一性与共源性。 基于上述认识，研

究团队认为，冶金术可能于公元前 1600

年至公元前 1200 年间经由青藏高原东

麓山地走廊传入云贵高原及大陆东南

亚地区。

专家表示， 吉岔遗址位于横断山

区腹地、澜沧江沿线，拥有完整的年代

序列和完备的冶金生产链条，是“山地

路线” 的关键节点。这项研究为中国西

南山地、 大陆东南亚地区冶金术源流

与冶金技术体系研究增添了新认识。

新华 / 传真

云南吉岔遗址考古

为“冶金术南传” 添新证

大运河考古———

展现多彩历史画卷

� � � � 来自湖南博物院的消息， 湖南博物

院联合南京云锦研究所，历时两年多成

功完成了印花敷彩纱直裾丝绵袍的仿

制工作， 这是 2000 多年前西汉辛追夫

人衣柜中的“时髦单品” 。

印花敷彩纱直裾丝绵袍出土于马王

堆一号汉墓，是辛追夫人生前最喜爱的

服饰之一。 其面料为印花敷彩纱， 里、

袖、领、缘为绢，内絮丝绵，是目前世界

上发现最早的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丝

织品。 一号墓竹笥共出土 3 件印花敷彩

纱丝绵袍，其款式基本相同。

上身能展现“迷人身姿” 是这款衣

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这种直裾款式

的袍服很受汉代妇女喜欢。 ” 湖南博物

院藏品保护中心副主任董鲜艳介绍，印

花敷彩纱丝绵袍虽为绵袍，但衣服主体

为纱， 上身轻盈。 直裾袍的袍摆通过斜

裁技术，经多角度处理后，使摆底呈现

出喇叭状，让人的身姿更显优美。

除了款式时尚外， 这款衣物上的纹

样也很精美。 据了解，印花敷彩纱的装

饰方法极为繁复，纱料上的花纹需用印

花和彩绘两种方法制作。 花纹主要是藤

本植物的变形纹样， 有枝蔓、 蓓蕾、花

穗、叶芽等，色彩有朱红、粉白、蓝黑、蓝

灰等。

专家推测，枝蔓部分的印纹细密、分

布均匀、 交叉处有明显断纹， 说明这是

用镂空版印制而成。 而花、 叶及蓓蕾部

分的纹样各不相同， 色彩有浓有淡，应

是手工一笔一笔画上去的。

“这么大幅的面料依次进行印染和

描绘，其难度和所用工时可想而知。 ” 马

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示中心主任喻燕

姣说，印花敷彩纱应是汉代贵族流行的

时装面料，这种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的

工艺用在丝织物面料上，在我国尚属首

次发现。 它的面世， 证实了文献记载的

有关“画衣”“画文” 的可靠性，反映出

汉代印绘加工技术的高超，也是中国古

代涂料印染方面的杰作。

然而，经历 2000 余年的墓下保存，

印花敷彩纱纹样颜料出现大面积晕染，

仿制工作迫在眉睫。

南京云锦研究所文物修复部主任杨

冀元是此次文物仿制工作的负责人 。

“这次仿制的印花敷彩纱丝绵袍， 衣物

总体颜色是绛红色， 花纹共有 7 层颜

色，加上晕染总共有 8 层，都是通过印

花和手绘制作。 ” 她说，由于西汉时的制

作工艺现无法考证，只能通过对文物显

微镜观察和史料推测。

在杨冀元看来， 此次仿制最大的技

术难点在于，在如此轻薄的素纱上进行

绘画和染色的同时，为了更真实地还原

原文物的状态，还需要让衣服呈现出历

史的陈旧色彩。

早在 2019 年， 她曾带领团队通过

寻访“瘦蚕” 、改造织机、高手织造、研

制染料、 研究形制……成功仿制出一件

重量 49 克的素纱单衣。

“仿制印花敷彩纱丝绵袍比素纱单

衣更难， 因为要在素纱上使用印花工

艺，总共要描绘出 7 层色彩图案，每一

层纹样都非常细小，需要极大耐心。 ” 杨

冀元说，他们曾尝试直接在素纱上进行

印花、 手绘， 和原文物比对后发现效果

不好。 后来，他们把市面上能用的矿物

颜料都买回来，通过不断尝试牛皮胶和

矿物粉的配比，终于配出合适浓度的颜

料，不同的颜色叠加起来和原文物也基

本一致，这才成功解决问题。

为使仿制品的纹样整体与原文物更

接近，杨冀元和团队还特意重新调色在

仿制品上画上一层特别的色晕。 “色晕

的出现，让仿制品在视觉上和原文物的

相似度达到了 95%。 ” 她说。

目前， 杨冀元和团队已经完成直裾

素纱单衣、朱红菱纹罗丝绵袍、黄褐绢

地“长寿绣” 枕头、羽毛贴花绢、曲裾素

纱单衣等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的仿制

工作，正在进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绢地

“长寿绣” 丝绵袍的仿制工作， 预计将

在今年底完成。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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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西汉华服高定

“时髦单品” 仿制成功

����10 年前，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目前，全球共有 500 余条运河，其中 6 条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运河基本上都是在工业

革命前后开凿的，唯有中国大运河是农业时代开凿的，是起源最早、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运河。

中国大运河是古老中国的工程之河、交通之河，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河、精神长河。 自 7 世纪

以来，经历中国各个朝代，直到现代中国，大运河一直是维系经济政治统一的强大因素，也是重要的

文化交流场所。 它创造并维持了居住在运河沿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

影响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和人口。

大运河是一部工程技术、地理水文、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考古，则是打开这部书的方式之一。

通过考古学的视角，可以看到一条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深沉博大的运河，一条历经沧海桑田真实生动

的运河。

据统计，我国大运河考古的文物点有 400 余个。 新时代以来，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

江、安徽、河南、陕西等运河九省（市）共开展 200 余项运河考古工作，60 余项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

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7 处、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 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6 处。 目前，由

运河沿线省（市）24 家考古文博单位联袂推出的“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 正

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展出，以庆祝大运河申遗成功 10 周年。

运河考古展现了一幅幅绚烂的历史画卷，充分揭示了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遗产所具有的原真性

和完整性，对大运河的价值阐释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于当下正在推进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考古也凸显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 � � � 含嘉仓刻铭

砖（唐）体现了含

嘉仓严密的管理

制度，古时强大的

运河体系是运粮

和囤粮的保障。

� � � � 秘色瓷莲花碗（五代）从产

地越州经大运河运抵京都， 以供

皇室使用。

� � � � 吉岔遗址冶金遗存。

� � � � 这是湖南博物院院藏文物印花敷

彩纱直裾丝绵袍（原文物）。

《清明上河图》（北宋）是现存最古老的大运河图卷，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